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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丽（右一）与同事们在医疗工作现场

林峻开发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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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荣久：“WTO研究”的开拓者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初见薛荣久，很难将他与中国世界贸易
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等头衔联系在一起。站在办公室门口的他，
头戴毡帽，手上拉着一辆很多老年人都使用
的两轮小车，耳朵里塞着助听器。
“听力不行了，现在已经离不开助听器

了。”
在采访薛荣久的三个小时里，他不疾

不徐的话语，让人仿佛回到从前，再次经
历了我国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再到近年来屹立于世界之林所经历的
风风雨雨。

告诉中国“不是狼来了”

1936年，薛荣久出生在河北省迁安市，
1955年考入对外经贸大学前身———北京对
外贸易学院，主修对外贸易专业。1960年，
本科毕业的薛荣久恰逢国家开设研究生制
度，他追随“南马北袁”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
袁贤能攻读国际贸易研究生，步入西方经济
学说和国际贸易理论殿堂。

毕业后，薛荣久选择留校任教。1970年
秋，他进入河南息县外贸部“五七干校”，劳
动之余，抓紧时间背英文单词。1971年 9
月，接到学校复校命令，薛荣久夜以继日地
读书钻研。

1974年 4月初，薛荣久被借调到原外
贸部国际小组，为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
别大会上的发言准备材料。“在借调的人中，
只有我一个人是助教，其他人都是教授和副
教授。”薛荣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回忆道。

因为这次机会，年轻的薛荣久开始接
触众多国际组织方面的英文材料，激起了
他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浓厚兴趣。
“那些资料让我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看
法发生了变化，我意识到，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不是富人俱乐部。”

随着认识的改变，薛荣久更改了教学内
容，“我希望更多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1978年后，邓小平提出的改
革开放成为国策，众多的国际经贸问题出
现。薛荣久也在 1986年我国申请“复关”时，
成为了原外贸部中国复关专家组成员。

1991年对外经贸大学创建关贸总协定
研究会，随着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进行，
该研究会转而成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
（WTO）研究中心，薛荣久担任会长和主任。
他深感，社会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差异，让我
国进入世贸组织的命途多舛。

也是在那个时期，国内不少人抛出了对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生存状态的
担忧。“有的人说狼来了，甚至一些知名企业
家都如此表述。”薛荣久受邀参加中央电视
台针对加入世贸组织录制的节目，并在最后
点评说，“不是狼来了，是中国竞争与合作的
伙伴来到了中国。”

为了缓解国内企业家的焦虑，薛荣久
组织宣讲，让众人了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希望国人认
识到，加入世贸组织是大势所趋，对于中
国经济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不应徘徊
在世贸组织门外。”

在这一过程中，仅靠一代人的努力远远
不够。他成为博士生导师后，开始为国家培
养世贸组织方向的博士生。他在对外经贸大
学创建了“世贸组织概论”的课程，主编的
《国际贸易》《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和《世界

贸易组织概论》，被国内其他大学广泛采用。
他认为，只有大学生深入了解如何让中国走
向世界，掌握世贸组织的规则，才能让中国
更好地为世界所接受。

机智应对行程中的突变

通过世贸组织的研究与工作方法总结，
薛荣久也将此类方法应用到教学中。例如，
他在受访时屡次强调在教学中注重“联想能
力”，便是他在工作中最深的感受。

1999年，薛荣久带领四位年轻教师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编世贸组织培训教材。
其间，他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参加国际
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
美国和日本的影响”。

在登上澳大利亚飞往美国的飞机前，他
收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电传，内容是
学术会议主持者请他在会上专门讲一个问
题———“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贸组
织基本原则是冲突，还是吻合”。

面对如此敏感的题目，薛荣久第一反
应就是推掉。但到了纽约，会议主持者哥
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洁·思诺女士告诉
他，接到邀请的另外两名中国人不能前来
参会。“她再次强调要我讲一讲电传定下
的题目，我推掉的想法落空。”最终，薛荣
久扛下了重担。

回到宾馆，来不及倒时差，“我用联想的
方式，纵览古今，从中国古代社会价值到现
今的发展，再到与世贸组织的关系”。薛荣久
回忆道。

演讲时，他提到，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
体制与世贸组织基本原则有吻合的一面，也
有冲突的一面。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行的
政治价值与世贸组织吻合的一面越来越占
主流；未来，中国会像西方国家学习法规与
文化，同时也将这些文化和规则与中国
5000年的历史积淀相结合，“我相信，中国

未来创造的市场文化将会高于世界水平”。
这场近乎即兴的演讲，博得了国内外嘉

宾的一致好评。会议主持者洁·思诺在总结
发言中说，“薛教授释解了我们的担忧”。

经此一“役”，薛荣久意识到，世贸组织
中的其他国家更渴望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
与内涵。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在学生培
养中加入“联想能力”的培训。

1993 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后，他仍然为
本科生上课，退休后一直坚持授课至 80
余岁。
薛荣久把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

养方式定位为“学、研、悟”三个阶段。
“本科生注重的是打基础。为了加深他

们的理解，我在讲课时不会将概念直接抛
出，而是让他们与现实或者学过的知识进行
关联，以讲为主，适当研讨。”薛荣久举例说，
有一次在课上，他为了让学生理解矛盾的对
立与统一，让学生用所学的概念举例。顺差
与逆差、出口与进口……一节课的时间，学
生们归纳了 270多个术语。总结时，薛荣久
对学生语重心长地说：“未来你们的工作就
是将国际贸易中的矛盾解决掉，达成统一。”

有时，薛荣久会把自己已完成但未发表
的文章，去掉大标题和小标题，拿到本科生
的课堂中，让学生分析，哪个部分是前言、哪
里应加小标题、小标题的内容是什么，最后
再为文章拟个大标题。之后，他会把整篇文
章发给学生，再与学生进行交流；有时，他只
留下大标题和小标题，让学生填充内容，以
此锻炼他们的写作能力。

面对硕士生，薛荣久则更重视他们的思
辨能力，教学方法以研讨为主，加强引导和
点评，培养学生独立的研究能力。他将课堂
布置为会议现场，让硕士生分为正方、反方
和第三方，由正反方进行辩论，再由第三方
总结。薛荣久是旁听者，只提供思路。令他难
忘的是，有时学生们对于一些问题的争论会
从教室延续到宿舍。

而在博士生教学中，他则会通过教师的
现身说法，提高学生的扩展性、前瞻性思维。
“我讲课的时候会观察学生的眼睛，如

果他们眼睛一直眯着，我就会赶紧调整讲课
方式，直到看到他们眼中有光闪过，我就知
道他们听懂了。”薛荣久说。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他
根据中国入世人才的需要，于 2003年创建
“世界贸易组织概论”课程。他主编的教材
《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成为北京市优秀
教材。

2003年，薛荣久获得北京市首届“高校
教学名师”称号。他主讲的“国际贸易”和“世
界贸易组织概论”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7年，早已退休的薛荣久依然站在
讲台上，他为自己定下了三条规定：第一站
着讲课，第二写板书不提笔忘字，第三有联
想和表达能力。“第一条是我要尊重听我讲
课的人；第二条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如果有
一天我提笔忘字，可能说明我的脑力已经跟
不上教学过程，那么我就考虑退下讲台；第
三点是我始终强调的。”薛荣久一直这样以
身作则。

80岁后定下六个目标

为加强学术传承，2012 年后，薛荣久相
继主编了《袁贤能著述文集》和《姚曾荫著述
文集》。2018年，他还撰写出版《中国对WTO
规则的恪守与砺进》一书，明示中国入世后
对WTO规则的恪守与作为。

2019年 12月 31日，对外经贸大学举
办了“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研讨会暨薛荣
久教授从教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84岁高
龄的薛荣久在会上为自己的余生定下了六
个目标，包括写“我与经贸大学”的书，讲述
如何研究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著作，
分享教学理念的文章、个人著作编目等，如
时间允许还想写一本自传。
“我已经奔 90岁了，这六个目标是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见证。”薛荣久感慨
地说。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他在 61岁时，
向上一年级的小孙子请教拼音，直至熟练使
用电脑进行打字。毕业到退休，他从未离开
过对外经贸大学。他希望通过写“我与经贸
大学”的故事，让人们看到对外经贸大学的
发展历程。

至于“讲述如何研究国际贸易和世界贸
易组织的著作”，则是因为国家十年政治动荡
与三年自然灾害给薛荣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深知中国今天的繁荣来之不易，“我希望通
过我的写作，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曾经经历的困
难，做好面对未来困难的准备。”

分享教学理念是他在教学育人过程中，
不断反思摸索后的心得———首先，要坚持研
究方向，将研究问题吃透，再跳出来，才能将
基础知识与现实融会贯通；其次，他自创了
“鱼骨式”研究方法，即先研究主要矛盾，再
研究次要矛盾，遇突发问题才能准确找到所
需“鱼刺”内容；再次，逆向思维，遇到问题先
考虑问题的背景，再提出解决方法，让解决
方法更有大局观。

至于个人传记，不是个人标榜，而是薛
荣久为他的老师写传记时，感到自己的责任
更重大了。“学术传承之前，必须要了解曾经
经历的事情。希望更多人通过我的传记了解
到，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未来国家遇
到困难时，需要有后辈挺身而出，而不是只
会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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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内，作为武汉市首批接触、
救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医生，该院
急诊科副主任医师严丽谈到近期的经历，
几度落泪。
“确实挺难的，我们医护人员也会害怕，

但更多的是感动。战斗的集结号已吹响，我
们会一直撑下去，直到春暖花开。”严丽说，
面对新疾病，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失去信
心。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落泪的“铁娘子”

45岁的严丽已经从医 22年了，是医院
急诊科的“大管家”。作为一个全年不休、24
小时运转的科室，同济急诊科面对的多数是
危急重症患者。因为行事果敢、性格爽直坚
毅，严丽也就有了“铁娘子”的称呼。

2019年 12月底，武汉发现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不少病人流向同济医院。在急诊科
下夜班后，严丽和同事们还要去支援医院的
发热门诊，每天白天、黑夜连轴转，不仅工作
强度大，风险也不小。作为一线医务人员，严
丽深知自己属于高危易感人群，因此，她第
一时间从家里“隔离”出来，独自住在刚装
修、尚未透气的房子里。

然而，1月 5日，严丽查体温时，还是发
现自己发烧了。
“当时，最害怕的不是自己发烧了，第一

个反应就是我去过哪里，我有没有可能给别
人带来危害。”严丽哭着说，在 SARS时期，
她也是一线医务人员。不过，当时她还年轻，
并没有太大的压力。“老师们怎么说，我就怎
么执行。”如今，她变成了那个“说”的人。作
为急诊科的老医生，她并不惧怕疾病本身，而是害怕自己将
疾病传染给患者或同事，又或因为自己倒下，让一同战斗的
年轻医生们失去信心。

所幸，经过系列检查证实，严丽患上的并非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经过一天的短暂休息与治疗后，她顺利退了烧。

不愿做一个“逃兵”

退烧后的第 3天，严丽再返急诊科，同时参与发热门诊
工作。
“没办法，病人太多，医生很紧缺。我多休息一天，他们就

要多承担一些，而他们已经快到身体极限了。”严丽说。
考虑到严丽是一位住过 7次院、开过 4次刀的肿瘤患

者，加上长时间工作没有休息，身体也出现过状况，科室负责
人和同事建议她按照原计划，正常休假。

在同济急诊科，休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三个月前，为了
兑现对丈夫和两个孩子的承诺，严丽提交了休假申请，希望
能在 1月 20日开始休假，医院批准了她的申请。

1月 20日，严丽如约带着家人来到机场。眼看要踏上旅
途了，严丽却没有休假的轻松愉悦，心里一直无法平静。临近
登机时，她接到科室电话，知道两个同事生病后，果断撕掉了
手中的飞机票，跟科室主任打电话，决定重新回到医院，与同
事一起继续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两个孩子不理解，抱着我哭，说我的承诺都是白承诺，

从来就没有兑现过。丈夫还是很能理解我，说你回去吧，回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样你才能心安。”严丽说，她也没有什
么高尚的情操，只是觉得现在一线医护人员本来就紧缺，自
己一辈子没当过逃兵，这一次也不能离开。
“我也害怕，我也很累，但怎么办？路都得走下去，医院里

有我的战友，那里是我的战场，回去才是医生的使命。这个时
候就只能遵循本心，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严
丽说。

坚持到春暖花开

回到医院后，严丽重新回到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什么是发热门诊？据严丽介绍，医生进入发热门诊，意味

着要身穿全套的防护服，一坐就是 10~12个小时。
“你可以想象一下，穿着一个不透气的套子，坐在一个地

方，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一直说话 10~12个小时，那就是工
作。”严丽说，因为身穿防护服，他们只能在中午快速吃饭，其
他时间就连喝水和如厕都不行。穿上防护服久了，呼吸也会
受到影响，时常会感到胸闷、呼吸困难，说话明显要比平常费
力一些。写病历也会变慢，打电话时，甚至会觉得对方的声音
很遥远。

每次从发热门诊回到住地，严丽才有一点点如释重负
的感觉。
“那时，并不想自己会不会被感染，而是觉得终于可以睡

觉了，这比什么都好。”严丽说，她将自己从家隔离出来，安排
好家人后，就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心理准备，也不再害怕
自己有危险。

春节期间，医院周边的餐馆都放假休息了。独自居住的
严丽，伙食从盒饭变成了泡面。“这样吃下去，估计之前减掉
的肥肉又会回来了。”严丽调侃道。

不久前，一位同事给她送来了鸡汤改善伙食，这让她感动不
已。“还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给我发来祝福，让我注意身体；
医院从未打过交道的保洁阿姨看到我，说我‘辛苦了’；救治转运
有需要时，即使是凌晨时分，也是一呼百应，医院各个处室、科室
的领导、同事都非常支持我们。”严丽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她和同事们都很劳累，但收获更多的是感动。
“我们所有的人，不是我一个人，都是拿命在拼。没有休

假的也不是我一个人。”严丽说。
“集结号已经吹响，不是说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是这场

新型冠状病毒的突发程度，超过了大家能控制的状态，一切
都是突发的。我们唯有坚持才能等来春暖花开！”严丽相信，
只要坚持下去，携手向前，一切都会好起来。

（本文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提供材料整理）

林峻：与疫情赛跑，快速研发试剂盒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林峻此刻仍然会埋头实验室，湮没在每
一位科研人员寒假再正常不过的生活中。

然而，一个小小的病毒试剂盒，给他最

近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节奏。
1月 31日，福州大学宣布自主研发出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以下简称试剂
盒），并与泰普生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合
作，迅速实现产学研转化，成为国内首批完
成病毒快速检测技术体系的机构之一。

试剂盒为冠状病毒疑似病人带来了快
速检测的便利，在疫情暴发的当下来得格外
及时。而福大试剂盒的研发者就是林峻。

敏锐的科研嗅觉

2019年 12月底，国内媒体零星报道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事件，从事体外诊断研究的
林峻听到业内人士在朋友圈里讨论这件事
时，敏感地嗅到了一个科研机遇。“越聊越感
觉紧迫与重要，于是马上查找资料，投入到
紧张的研发当中。”
“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演变成今天这样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局面。我
当时更多地想从技术储备角度做研究，这是
一个新病毒，作为科研人员，就有做该病毒
检测技术的必要。正好，实验室的技术平台、
技术储备、实验方法都成熟，就顺手把这件
事做了。”林峻说。

1月 13日，试剂盒在福大实验室里研
发成功。而那时，媒体还没有大规模报道新

型冠状病毒。
一周后，舆论铺天盖地而来，而林峻已

经依靠学校的产学研体系，找到了有生产资
质、生产能力的厦门泰普公司。双方一拍即
合，投入到紧张的产业化过程中。

截至 1月 31日，全国已有 90 多家企
业、高校宣布拥有生产试剂盒的能力。但是，
真正研发出试剂盒的机构数量有限，那么福
大试剂盒有什么特点？

林峻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大部分厂
家使用的都是荧光定量 PCR技术，但细节
方面每家都有自己的智慧。福大试剂盒在靶
点的选择上做了很多优化与设计，拒绝漏
检，灵敏度高；检测的实现过程采用一步法
操作，耗时短（2小时左右）、步骤简便；具备
严格的质量控制等特点。

10天的产学研合作纪录

开发试剂盒的技术难度不大，林峻并不
否认。

但是，试剂盒从研发走向市场的过程，
并没有人们想得那么简单。这是一场与时间
的较量，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不可能
顺利到达终点。畅通的产学研体系，为福大
试剂盒的开发提供了快车道。
“对于实验室开发的科研成果，学校给

予了科研人员很大的权限，让我们寻找合适
的企业去做成果转化，并鼓励我们把产品做
出来。”林峻说，此次对接的泰普，就是他曾
经接触的一家业内知名的生物科技企业。

然而，非常时期的车道却未予便利。
1月 28日，正值疫情暴发最严重的日

子。企业一通电话，请求林峻技术支援。上午
10点，林峻做好防护措施驱车从福州前往
厦门，突然发现路上多了许多安全检查，以
及道路封闭，“原本 3个多小时的车程，绕了
好多路，开了 4个多小时才到厦门”。一到企
业，他便投入紧张的生产线指导工作中，当
晚 10点才匆匆回到福州家中。
然而，这次产学研的经历，却刷新了他

以往的产学研合作纪录———仅用了 10天时
间，速度惊人。这其中少不了高校、企业为抗
疫作贡献的社会共识。

赶在 1月 31日前后，该产品筹备批量
生产，并正通过快速通道申报“国家第三类
医疗器械证书”。首批产品将以捐赠的形式
于近日派发到相关医院和疾病控制部门。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并没有觉得有多

么了不起。”谈及这次经历，林峻谦虚地说，
“我国高校多重论文，做应用性研究的教师
能发表的论文较少。我希望疫情面前应用研
究可以造福社会，也希望更多人关注高校里
做应用性开发的教师。”


